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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佩特曼提出的“模因欲望”理论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出发，将模因不仅视为文化传

播的一种机制，更可以作为技术引导的主体欲望结构变迁的隐喻。模因欲望理论不仅为

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文化变迁提供新的视野，同时也为当下关于技术与主体性关系

的讨论提供了批判性的反思空间。近期，AIGC模因现象“意大利脑腐”（Italian Brainrot）
的出现，揭示了 AIGC 模因在生产风格、传播方式及内容意义上的新特征。本文回望模

仿欲望和模因欲望理论，指出在 AIGC 时代，人工智能生产的模因的风格与特征折射出

模因传播的主体、介体与传播机制均发生了变革。人工智能逐步取代传统的欲望介体，

成为最终的欲望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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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Mimetic Desire and Memetic Desire: Meme Circulation in the Age of AIGC
Abstract: Pettman’s theory of “memetic desire”, developed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treats memes not merely as a mechanism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but also as a metaphor for
shifts in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 desire under technological guidance. The theory of memetic
desire not onl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digit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so opens up a critical space for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ubjectivity. More recently, the emergence of the A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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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 phenomenon known as “Italian Brainrot” has reveale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AIGC
memes in terms of production style, modes of circulation, and semantic content. Revisiting the
theories of mimetic desire and memetic desi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AIGC era, th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I-generated memes reflec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subjects,
mediators, and mechanisms of meme circul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mediator of desire and becoming the ultimate carrier of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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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2024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迭代的背景下，视觉内容生产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通过

输入简短指令与文本描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即可快速生成风格多样、且与真实影像难以

区分的图像与视频。这一技术显著提升了数字出版、艺术设计与影视工业等领域的生产效率（郭全中、

张金熠，2024；赵宜，2023；李雅筝、刘宇星，2023）。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风险与伦理

问题，例如虚假信息伪造以及信息污染等。以美国大选期间为例，保守派主持人曾通过伪造图片以支

持特朗普，进一步凸显了 AI视频与图像生成技术的潜在风险（胡泳，2024）。

在视觉内容主导着社交媒体的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通过自身的复制能力和传播力优势，

成为数字文化与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道金斯将模因定义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

单位，用于承载思想、符号或实践，这些内容可以通过媒体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Dawkins，1998，

p. 217）。在这一语境下，利莫尔·希夫曼（Limor Shifman）将网络模因界定为由互联网用户传播、

模仿与改造的流行文化单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共享的文化经验（Shifman，2013，p. 367）。当下

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正在迅速占领互联网的内容空间，改写着互联网内容的生成逻辑的同时，网络模因

原有的风格与特征也被迅速改写。以 AIGC模因“意大利脑腐”（Italian Brainrot）为例，这类 AI模

因往往呈现出无意义图像、拼贴式组合以及内容联动等特征。

本文旨在从后人类的视角出发，审视人工智能与模因生产之间的共生关系。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共

生关系不仅限于赛博格或数字生命，更应当重视技术对个人主体性建构的影响。通过追溯佩特曼“模

因欲望”（memetic desire）概念的起源与背景，本文指出模因的传播不仅是文化符号和意义在互联网

语境中的流动，也隐喻人类主体性和人类的欲望机制的变革。AI模因的风格与特征不仅体现了人类

欲望向技术载体的迁移，也揭示了主体性概念本身的重塑。最终，通过考察，本文将尝试分析 AIGC

时代下“模因欲望”的结构特征。

一、后人类与模因欲望

（一）后人类语境下的 AIGC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指 20世纪末期西方自身对文艺复兴和启蒙传统所建立起来的

对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之绝对信仰的质疑和反思，其核心命题是对盲目尊崇人类理性和主题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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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谊，2011）。后人类主义不仅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哲学反拨，也深刻介入现代技术发展所引发

的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重估。随着神经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演进，人类对自我的

边界不断被重塑，人类主体的地位面临持续的重新定义。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

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1999）中，首次将信息作为取代物质的第一要素，通过审视图灵实验，梅西会议等历史

事件，以及“赛博格”的创建，指出“从此之后,人类主要被视为是信息处理的实体,在本质上与智能

机器相似”,而反过来“机器也可以像人一样运作”（pp. xi-xii）。然而，为避免沦为技术逻辑完全

主导的人类消散风险，海尔斯强调“具身性”的必要性——即人的身体经验、感知和参与依然是维系

主体性的决定性维度。

从古典主义人文视域下，技术仅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属于实践性知识的一

种，源于人对自然的模仿与控制。至 19世纪中期，媒介环境学派所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影

响着人类对外在事物的感知。再至如今，后人类的理念正在赋予技术与人类相同的主体性地位。然而，

后人类所探讨并非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基于本体论层面，原始人与如今的人类并无区别，都是借助

于工具和义体超越自身。正如原初技术性（originary technicity）理论所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人类之为

人的条件，是一种“本源性的延伸性”。我们通过技术不断拓展身体、思维和想象力的边界（Pettman，

2019，p. 26）。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2009）中所提出，“技术绝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Heidegger，2009，p. 112）。技

术的存在已经纳入个体的思维与感知层面，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一种世界构造，不同技术

的使用，就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被解蔽（吴国盛，2004，p. 33）。因此，技术的本质是一种“框设”（Gestell），

它不仅调控我们的行动，更决定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对本文而言，在后人类语境下，技术与人类的存

在方式绝非仅限于实体元素与身体融为一体的“赛博格”形式，又或完全脱离身体作为数字生命而融

入赛博世界，而是更可能地走向另一种被预言过的路径。

1958年，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其著作中《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2017）中提出基于人与物关系的“机器学”，指向着一种关系作为

一种系统动力，影响着技术物的生产。在其理念中，他将人类从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下降为技术的操

作者（胡翼青、谌知翼，2022）。“人远非一群奴隶的监督者，而是一个技术对象社会的永久组织者，

这些技术对象需要他，就像管弦乐队中的音乐家需要指挥一样。因此，人类具有成为他周围机器的永

久协调者和发明者的功能。他是与他一起作的机器之一。”（Simondon，2017，pp. 17-18）人类存在

于机器之间、与机器共处。他/她与技术物的关系并不能仅仅用“工具性”来解释，而应被理解为一

种“共在”（being-with）或“共同体”（community）的关系（Simondon，2017，pp.17-18）。换而

言之，个体无法与支持自我的技术系统相分离，技术是实现自身功能的中介结构。

尽管西蒙东的理论发源于工业时代，但其所提出的技术物的概念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却重新显

示出启发色彩。技术物思想的本质来源对机器与操作者的协作关系的反思，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

迭代，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认知逻辑被技术前所未有地改写。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媒介

化人类的感知结构，即人类的认知、记忆、想象和表达需要通过技术和媒介的嵌入才得以形成。AIGC

不仅仅作为工具帮助个体进行思考和创作，还逐渐介入人类思维与想象的实现过程，如音乐、文本和

图像的创作，成为人类表达、感知、想象与文化再生产的中介结构。同时，技术的影响还以个体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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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重塑人类文化生产、表达与再现的方式。比如，AIGC能够与人类创意形成协同增效的关系，形

成 AI与人类创造力的协作共生文化，如当下的 AI电影、AI视频等。因此，在当下 AIGC 正以强势

的姿态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时，后人类的意义得到一个具象的表征：技术逐渐融入人类的认知生态系

统，成为人类思想的外置大脑乃至人类文明的共创伙伴。

（二）模仿欲望与模因欲望

模仿作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演化的原始机制，长期以来在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中被反复探讨。古

典模仿说认为，模仿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再现。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对模仿（mimesis）

的理解具有差异性，柏拉图将模仿视为一种无法达到理性抽象的认知。而亚里士多德则将模仿置于人

类的本性之上，认为人类生来就有模仿的冲动，通过模仿自然和他人来学习（刘德卿，2012，p. 58）。

模仿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因，这一理念也契合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观点，其

认为社会的基本运行原则是模仿，他强调个体通过模仿他人形成群体认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其著作《论模仿能力》（On the Mimetic Faculty，1933）中，强调模仿作为人类天生能力的同时也

声明模仿的载体是语言的符号，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通过模仿可以达到“真理”的存在（刘利霞，

2017，p. 12）。在这个意义上，模仿成为人类社会性存在形成的一种基本机制。雷恩·吉拉尔（René

Girard）通过对文学、宗教和人类学文本的批评，提出其理论“模仿欲望”。个体借助模仿且只能借

助模仿，才能形成自我的主体意识；在模仿的基础上，个体才得以发展出与他者的关系模式（陈奇佳、

王丽，2018，p. 130）。雷恩·吉拉尔力求将模仿作为人类本质属性之一，认为通过模仿他人，人类

的自我才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宗教信仰因素，事实上人类现有的共同体构造逻辑也可以追溯至人的

模仿本能。在后人类时期下，传统“本体论参照物”不可逆地消失，重新探讨人类主体性的命题对于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言，是在于对人类困境的本

质的探究，即人并不具备一个“本质性的自我”——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处于一种人类学上的

“非存在状态”（anthropological non-being）。人在根本上并不知道该渴望什么，因此，人渴望的是

“存在”，也就是他自己所缺乏、而另一个人（即“模范”）似乎拥有的东西。主体因此仰望那个他

者，以此来决定自己应当渴望什么，以便获得那份“存在”。简而言之，正如吉拉尔在其著作中简明

地写道“模仿欲望是一种总要成为他者的欲望”（Girard，1965，p. 65）。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放大了模仿的范围和影响——例如，教育电视或教程允许观众远程

模仿模特的行为，而媒体中的积极角色塑造可以传播社会规范。实际上，大众媒介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模仿行为借助于先进而便捷的机械技术和电子媒介形成了迥异于传统

的形式，然而也正是这些技术创造出虚拟的仿像世界模糊了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最终导致模仿的现

实基石的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模仿结构被颠覆。在意识到大众媒介对社会的解构和重建后，鲍德里亚

指出当下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而是符号，消费的意义变成了占据由符号的差异体系所提供的

身份意识形态。模仿不再指向某个真实原型，而是模仿另一个模仿的表象，最终形成所谓的“超真实”

（hyperreality）状态。鲍德里亚使用了拟真（simulation）而非模仿用以解释对超现实对于现实的遮蔽

（仰海峰，2011，p. 16）。从本质而言，社交媒体的原始威力在于它电子化了模仿的原始性，即现代

的先验性。

然而问题在于，大众媒介的拟真早已超脱传统的价值取向，正转向一个无价值、无意义的符号的

自我显示的阶段。被无限复制的客体之间没有先后、差异、等级，对它们的凝视丧失了作为中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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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只是从一个转向另一个,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是他者的本原同时任何一个又都不是本原（高燕，

2006，pp. 91-92）。在这一层面上，大众媒介正在标准化原本基于现实经验的欲望的多种形式。这个

现象造成模仿欲望理论在本体论上的危机。在模仿欲望理论中，吉拉尔构建出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

“主体（subject）-介体（mediator/model）-客体（object）”，在这个体系中，主体的渴求并不来自

客体，而是来自介体。介体不仅为主体设置了一个欲望的目标，也示范了一种模仿的方式，介体与主

体位置的远近决定模仿欲望的强烈（陶艳柯，2016，p. 45）。然而，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介打破了这一

传统的三角结构。当下社会我们所看到的他人、所欲望的他人、以及主宰我们欲望的介体，都已经与

取代现实的、建立于符号和代码之上的拟象所融合。因此，我们无法察觉欲望的来源，也无法建立一

个稳定的欲望的链条，模仿的方向变得混乱，模仿的内容变得单一。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媒体

的发布的图像与视频，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个模仿的介体，同时也催眠所有人在追求同质化的物品同时，

坚信主体仍保持着虚幻的独特性。

多米内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和埃里克·威尔逊（Eric Wilson）敏锐地察觉到模因在这

种网络传播结构成为关键因素。威尔逊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模因同时体现两种看似矛盾的概念，即

模因在网络中无止境的传播既是鲍德里亚所论述的正在取代序列的文化霸权的代码（The code）的模

型（model），它又建立了自身及其创作者的“模范”（model/mediator）地位，模因同时也是吉拉尔

欲望结构中替罪羊机制的完美模拟（Wilson & de Spinoza，2019，p. 145）。换言之，他强调，吉拉尔

理念中的“模型（model）”与鲍德里亚所言的“图像（image）”之间的可逆性，而这两者在社交媒

体中都由“模因（meme）”来指示。作为一种被无止境传播的电子图像，它符合“模型”（鲍德里

亚）的定义；而作为一种被无止境传播的图像，它又使它自身以及其作者都成为“模型”（吉拉尔意

义上）。在这个意义上，佩特曼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模因欲望”（memetic desire）的时代。“模

因欲望”是吉拉尔模仿欲望变体，它依然保留了原始的三角形结构，但在网络中已经被分型化

（fractalize），以至于具体的介体已经无法被指出。主体也不仅是对欲望他人的个体，而是成为模因

的反应器、媒介和宿主（Pettman，2019，p. 29）。简而言之，模因欲望指的是在后人类时期，模仿

欲望不再通过经典的、人格化的模仿关系而产生，而是通过非人格化的数字感染和符号传播生成，同

时人类的主体性被媒介化重构。

佩特曼的模因欲望来源于互联网时代对模因传播现象的观察和总结，该概念认为模因传播的方式

和机制不仅揭示了后人类语境种人类主体性的问题，也揭示了技术在形成人类主题的欲望结构中的决

定性影响。尽管，模因欲望作为一个新概念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其提供的理论视角在后人类时期，

对探究 AIGC与人类主体关系的研究中具有极大价值。进而言之，当 AIGC以极具潜力的姿态媒介化

了人类的思想与认知结构，推动了个体与媒介的进一步的深入融合，用以阐释人类欲望机制的模因欲

望也得以发展与更迭。

二、AIGC时代的模因欲望

在模因欲望视角下，互联网模因传播的本质是一种传染和热情,媒介在形成感染性传播中起到重

要作用，热情依附的媒介往往就是信息，互联网改变了人们欲望的事物，以及告诉人们该如何欲望

（Pettman，2019，p. 28）。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原本基于人际关系的模仿介体被由数据、算法、消

费等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内容所替代。然而，随着 AIGC技术逐步成为人类社会架构中的重要节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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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领的变革深入到互联网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中，而模因作为互联网文化的重要现象，其风格与

形式也在 AIGC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因此，通过重考模因概念和审视 AI模因的新风格与特征，有助

于理解在将认知与表达的功能部分让渡于技术代理的后人类时代，模因欲望所隐喻的社会传播结构的

变迁。

（一）AIGC时代的模因的风格、形式和特征

随着人工智能在图像生态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它不仅重塑了模因的表现特征，更深刻影响着技

术与人类自我在模因创造与消费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截至目前，图像叠加文字的模因已经无需过多的

人类参与便可由 AI自动生成。同时，AIGC 的模因也不仅仅限于图像领域，同样适用于音频和视频

领域。以 Sora 为例，其运作基于一个预先训练的扩散转换器（pre-trained diffusion transformer），与

大型语言模型相似之处在于，Sora 同样可以转译文本和理解复杂指令。因此，当要求 Sora 当生成一

个视频模因时，其通过利用时空潜在分块（spacetime latent patching）作为类似于语言标记的生产模

块（building blocks），在短时间内通过封装视觉表现和动态效果，通过进一步使用指示词降噪和增

加细节等策略，使得生成视频从高噪音的简单帧图像发展为高质量的视觉模因（Liu et al.，2024）。

在一过程中，人类以往对模因的参与方式和参与度都发生了显著改变。对生产者而言，掌握 AI生成

的模因关键核心在于提供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同时在与 AI的交互中追求理想的内容输出。

2025年，一则在 TikTok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模因画面里,一只穿着耐克球鞋的鲨鱼配上意大利语

的无意义视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传,这可能是第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且由 AI主导生产的模因。海外

互联网社群将其称为“意大利脑腐”，不仅指代一种新型的模因美学，同时也强调无意义视觉内容对

精神状态的感染与恶化。国内社群将其称为“AI山海经”，旨在借用神怪传说为这一 AI模因的内容

做出精准解释。这些模因的创作通常伴随着合成的意大利口音画外音，提供荒谬、幽默或故意挑衅的

叙述。这种趋势在 TikTok和 Instagram 等平台上迅速流行起来，与 Z世代对后讽刺幽默和互联网荒谬

的喜爱产生了共鸣。在短时间内，此系列模因迅速地迭代和发展。相关的视频内容在国内外主流视频

平台都具有广泛的点赞与收藏量，甚至出现专门介绍这些 AI 生物的网站。

值得关注的点在于，意大利脑腐作为一种典型的 AI 生产模因，表现出许多互联网时代模因难以

表现的特点。首先，AIGC模因通常不需要创作者对模因具有完全的设计思路，仅通过提供提示词就

可以生成此类模因。模因的生产不再是借用原始图像添加个人意图。用户的参与不再表现为对模因生

产语境的介入，而是成为模因生产的一部分，并在模因的变异再创中成为模因的再传播宿主。同时，

AI生成模因倾向于使用基于算法风格和平台偏好的标准化模板，这种标准化进一步促进了模因的快

速模仿和传播。对于意大利脑腐而言，尽管生产的 AI形象千奇百怪，但本质依然是对已有元素的模

仿与拼接，其核心的图像风格以及语序混乱的意大利配音依然被视为同系列风格的关键。在这种情况

下，AIGC模因和其他 AIGC作品具有相似性。以 AI艺术为例，学者查特吉（Chatterjee，2022）指

出，如果艺术传达抽象和象征性的想法或表达微妙的情感，那么无法抽象思想或感受情感的智能似乎

没有能力欣赏或生产艺术。如果我们关心能动性，除了发展知觉之外，人工智能就没有能动性。因此，

AI模因中由人类主导的文化、价值和情感等属性被削弱，由技术主导的视觉刺激与效果则受到强化。

此外，AIGC模因在生产的语义层面也表现为对价值内容的判断偏离。模因内容深深植根于文化、

社会、政治及互联网特有的隐喻体系，这需要对语境、互文性及当代流行文化有深刻理解。人工智能

难以跟上这些隐喻体系快速演变的步伐，因此需要持续更新数据库并调整学习策略。并且，理解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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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意味着理解人类处境——那些引发笑声的复杂情感与文化典故（Kanuck，2019，p. 12）。因

此，当语境迅速变化（如战争、社会运动或族群伤痛）时，AI往往无法即时更新其对文化符号的伦

理敏感度。其次，模因语义往往具有讽刺、反讽、反向符号等表达特征，这种语义的识别超出了目前

AI在情境推理与道德判断上的能力（Zhang et al.，2023）。在意大利脑腐的案例中，其涵盖的模因视

频之一中配有的意大利语旁白随意提到向加沙的儿童投掷炸弹，仿佛这是一个笑话。这一情况指出生

产 AI模因时的道德风险，被视为一种来源于 AI生产模因时技术对人类伦理价值判断的遮蔽。当技

术与人类认知结构时，使用 AI创作不仅仅只是调用新的工具箱，也意味着 AI作为一种去人格化的

道德代理影响着文化的再建构。

如果基于病毒论模因的视角下，AIGC模因则表现出独有的生长与繁殖逻辑。它脱胎于互联网时

代模因的形式与特征，又逐渐形成自身的组织与演化机制。传统的互联网模因文化中极少具备丰富情

节、角色背景或叙事脉络，其传播更多依靠文本的即插即用和风格视觉化变体所形成的受众共鸣，因

此大多数模因具有一个明显的生命周期，如 Chad和 pepe漫画（Ford et al.，2023）。而 AI模因具有

极强的开放性，使得其内容扩展更为轻松，不仅在于 AI技术能够将不同想象以及现实元素进行快速

杂糅，超越了人类创作想象的限制；同时也可以实现不同模因之间在同一网络环境中进行联动和互动，

进而形成一个互通意义的数字情景。在意大利脑腐案例中，从早期的原始形象到如今数量众多的模因

生物，AI与创作者在基于同一视觉风格的基础上，赋予每个模因生物各自的形象、性格与历史背景，

且之间存在高度的联动与交互。因此，这些 AI模因生物被转化为整个模因系统的分散节点，各节点

彼此协作、竞争、共鸣，最终演化为具有群体性、繁殖性、互联性的“模因集群”。对 AI模因而言，

为其现象创造一套连贯叙事、一整套新神话，也就是为这一表达形式赋予一个固定意义，那么传达任

务在符号学上就完成了。

（二）AIGC时代模因欲望的结构变迁

综上，AIGC所催生的模因具有正在告别传统的互联网模因的传播逻辑，进入了一个由技术生成，

以集群形式繁殖感染的文化传播机制中。在风格与形式层面的审视下，AI模因可被视为后人类时代

一种新颖而特殊的文化表征：它不再仅是人类文化记忆的图谱，也隐喻着一种新型的平台符号化的传

播系统。换言之，它不再以意义生产为目的，而是服务于传播本身。

在佩特曼的“模因欲望”框架中，模因是一种预设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媒介，而对模因的欲望则

是人类构建主体性的关键步骤。因此，尽管吉拉尔的三角形的欲望结构得以保留，但当主体本身成为

模因感染的节点与通道时，具体的欲望介体已难以锁定，人类主体成为半有机的“模因网络节点”

（Pettman，2019，p. 29）。简而言之，在模因欲望的结构中，主体依然作为欲望的发起者，但身份

已然模糊，甚至成为模因传播路径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欲望的介体也不再明确指涉一个具体的他者，

而是转化为由社交媒体构建的信息景观，此外，模因欲望时代，欲望同样来源于外在，但不再依附于

个体心理结构的模仿意向，而是如同模因自身的传播机制一般，通过感染与流通而生成。这一理论为

理解当代模因现象提供新的视角：模因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同时也隐喻着互联网时代欲望生成和传导。

在前互联网时代，道金斯将模因定义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单元，如音乐、服饰和建筑风格等元素，因此

人们在对这些模因的模仿中形成自我的主体。到互联网时代，模因具有多元风格与内容，社交媒体与

算法对人类社会结构的改写使得模因欲望替代了模仿欲望。至今，AI技术的发展与迭代一方面裹挟

机器逻辑的自动化生态媒介与人类在具身与认知的层面进行共生，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势也不断挤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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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人文主体中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常江、王鸿坤，2024）。

理解这一欲望的结构变迁，我们依然可以借用吉拉尔与佩特曼共同坚持的“欲望的三角结构”作

为框架。首先是欲望主体的技术化与媒介化，佩特曼的模因欲望中的主体是感染传播路径上的节点，

意味着对模因内容的快速响应，而 AI模因的传播中，这一节点化的主体性再次被削弱。人类主体在

AI模因传播中被嵌入由提示词、数据模型、视觉算法组成的生产流程中，这种技术与欲望的生产融

为一体。技术使得主体不再寻求基于介体所产生的情感意向，而是被动接收、触发和传播 AI自动生

成的图像和内容，如在意大利脑腐中传播者对加沙儿童所受伤害的忽视。此外，是欲望介体意义的消

解，互联网时代模因欲望的介体是社交媒体提供的超拟像，其建构来自于对消费主义的符号建构。而

在 AI模因的传播中，这种由消费主义符号建构的虚幻价值正逐渐被瓦解，非怪异的 AI生物的迅速

走红，无意义的荒谬符号成为欲望的新焦点，说明欲望本身正在脱离语义内容的约束，走向纯粹的感

官主义。最终在欲望的方式中，技术成为连接主体与欲望客体之间的关键。换言之，技术不仅成为欲

望表达路径的中介，更深刻地塑造了欲望的生成方式。从 AI 模因的生产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正是由

于 AI技术的高效和创造力，模因以集群的形式得以生产与生存。我们欲望的方式不再模因欲望式地

响应和传染情绪，而是通过调用技术、调整提示词、触发生成，让技术组织、承载甚至预设欲望的形

式与内容。

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类渴望他人已发现的欲望，如对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等理想介体的模

仿，那么互联网时代的人类则渴望建议算法与推荐引擎来指导我们的欲望，比如平台为用户建立的信

息茧房。而在 AI时代，这一结构更进一步被推至极端：技术不仅告诉我们如何欲望，更承担起了欲

望的构建、表达与扩散这一整体过程的功能，可以说，AI是最终的欲望载体。从模仿欲望到模因欲

望，佩特曼提出这一理论的本质在于分析大众社会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转化为由技术牵引的传播机制。

这不仅为理解模因提供了独特视角，使我们得以从技术隐喻的角度重新审视模因在当代文化中的意义，

也构成了后人类文化语境中技术介入主体建构的重要表征。更重要的是，为当下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如

何重塑社会结构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切口。

（三）在欲望结构中重寻人类主体性

在后人类视角下，赛博格术语暗示着媒介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机构,而是生物体逻

辑与技术逻辑的互嵌，媒介技术正在转为身体本身（孙玮，2018）。模因欲望则强调媒介技术正在改

变我们的意识与无意识，影响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进一步而言，AI模因的风格与形式展现出技术

已经深入到模因欲望主体-介体-客体的三元结构中，并在这个结构中无处不在，换言之，AI成为我

们欲望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主体性在欲望结构中已然消失。

回顾模因欲望理论，作者指出，“在当下，需要不断主张自身欲望‘先在性’的，不再是自主体，

而是介体（欲望）本身——它必须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介体（模型）。”（Wilson & de Spinoza，

2019，p. 163）换言之，在互联网中，介体不再是稳定的欲望中介，而是一个需要持续争夺与维护的

可见性位置。介体也必须持续宣称自身作为欲望的优先性，以确认自己才是可被追随、可被模仿的“真

正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模因欲望理论内部其实包含了对技术决定论的某种抵抗：如果介体地位

本身仍需要不断被“主张”和“证明”，那么欲望的三角结构中仍然保留主体行动的空间。

从算法角度而言，人类主体的价值理性往往决定着模因的形式与传播路径。大众传播系统中的算

法科技不能被视为纯粹而没有价值观的技术手段,算法本身和其与信息源头的连接都贯穿着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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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行为对整个信息流动与传播系统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李林容，2018，p. 84）。对模因的

使用而言，主体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立场仍以嵌入式方式参与并塑形模因的传播。例如，2017年 5月 7

日，意大利右翼政治人物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 Facebook页面被大量可爱又搞笑的

猫咪图片“淹没”，并伴随着口号式标签#GattinisuSalvini（“把小猫发到萨尔维尼页面上”）在 AI

模因的欲望结构中，依然也可以看出此类意识。例如，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的围绕动漫人物形象进行

的 AI二次创作，这种 AI模因对主流文化元素的恶搞与误写，展现了一种对统治文化的抵抗性。

AI模因的出现都与生成模型的参数逻辑、训练语料、平台机制和视觉算法高度相关。然而，由

于 AI技术的迭代速度往往极快，AI模因的风格与形式往往随之快速更新。例如，相比于早期的 Sora，

字节的 seedance生产的视觉内容更符合现实逻辑，特效质量更为逼真。这也意味着对 AI模因生成的

方向与风格，作为代码的生成者的人类主体有绝对的掌控权。此外，在模因欲望中，威尔逊（Wilson

& de Spinoza，2019，p. 163）提到，“我们把自己发布为模型，是为了证明自身的相关性；但正是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被湮灭性地整合进那个无名共同体，反而使自己去人格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

的，对原创性的主张为怨恨铺平了道路。”相较于互联网时代，AI模因的生命周期变短时和不稳定

的风格，主体不再必须通过独特的个人创意来证明自身价值，而是可以与 AI的交流而生产相关内容，

从而弱化了对原创性与相关性的焦虑。

结语

模因，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相较于国外模因研究的多元图谱，如模因与身份政

治、视觉艺术和抵抗文化的探讨，国内对模因的关注依然不足，多数研究聚焦于模因论在语言翻译中

的使用，又或者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将模因视作网络亚文化的一种范式。正如佩特曼所持有理念一样，

互联网模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其传播的内容、形式和符号，而是在于其传播

隐喻着技术对个体以及社会的心理结构影响。在技术原初性的视域下，技术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方式，

人类借助技术扩展自身的认知、行动与想象的边界。AI作为人类的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影响着文化

生产的形式、风格与意义。同时，也是在这种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折射出主体、社会与技术中的生态

变革。本文通过回顾模因欲望的理论脉络，同时考察模因概念的发展与 AIGC时代模因的形式与风格，

最终旨在尝试指明这一理论在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新发展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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